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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国共合作破裂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 

    随着国民革命的深入进行，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在组织上和影响上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在国民党上层内部，国共合

作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国民党改组过程中，以邓泽如为代表的一批老资格的国民党人，就直接上书孙中山对共产党在国民党

内的作用表示怀疑与反对；国民党“一大”期间，一些代表又公开反对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所有这些经孙中山详加解释与劝

说，矛盾才平息于一时。而“一大”会后不过数月时间，因共产党员“跨党”以及两党公开宣传意见不一而引起的冲突更多，并且导致国

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孙中山不得不交付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讨论，最后经鲍罗廷出面调解，决定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

会内设立国际联络委员会，要求共产党必须将其与国民党有关的活动全部通报于该委员会，此事才算告一段落。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

起，孙中山逝世后，部分国民党中央监委在容共问题与汪精卫等意见冲突，导致分裂，前者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公然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

中全会，通过《取消共产派在本党党籍宣言》和《取消共产派在本党之党籍案》，并宣布开除中央执行委员中之共产党员，形成了所谓

“西山会议派”，树立了一面公开反对国共合作的旗帜，对两党合作造成了更加不利的影响。 

    “西山会议派”出现后，国共合作的形式问题变得格外敏感。为避免更多地刺激尚属中间派的国民党人，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劝说中

共中央领导人陈独秀等一同做国民党中间派的工作，声明共产党人在国民党领导层内决心做少数派，保证将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共产党

人数限制到最低限度。因此，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尽管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翼代表占了全体代表一半以

上，会议从议程到决议内容几乎都在共产党人的影响之下，但在60名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当中，中共党员只占15人，仅为四分之一。

在20名中央监察委员和候补委员当中，中共党员只占4名，还不足五分之一。 

    不过，国民党“二大”会后，共产党在国民党中央及各部中的地位实际上不仅没有减弱，而且明显地开始处于掌权的地位。除9名中央

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有谭平山、林祖涵、杨匏安三人外，在中央党部所设一处八部共21个职务当中，共产党员竟占到17个，其中秘书处

3人为谭平山、林祖涵、杨匏安，书记为刘芬；组织部长谭平山，秘书杨匏安；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秘书沈雁冰；农民部长林祖涵，秘

书彭湃、罗绮园；妇女部秘书邓颖超；青年部秘书黄日葵；工人部秘书冯菊坡。 

    不仅如此，共产党这时在广东还掌握了大约10万工人，60万农民，2000名工人纠察队，3万农民自卫军。在国民革命军中，中共党员达

百人以上，其第一、二、三、四、六军的政治部主任，第一军中三个党代表中的两个，9个团中7个团的党代表，以及黄埔军校政治部主

任、秘书、主任政治教官和政治教官，均为共产党员。再加上这时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中作用突出，苏联顾问分任军事各部门

主管，国民党的所有计划、章程、工作都是在顾问团的指导下制定的，因此，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影响之大，仍旧举足轻重。 

    但是，就在共产党人极力争取中间派不向右倾的时候，一向被视为左派国民党人的蒋介石突然发动了反苏反共的“三二0事变”。 

    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原本资历较浅，国民党“一大”时甚至都不曾入选中央。只因孙中山对其军事素养颇为看重，才赋予其黄埔军校校长

的重任。而蒋介石则因此成为国民党党军的创始人，至平定商团叛乱，蒋介石跃升为当时最高指挥机关革命委员会委员，兼军事行动总指

挥。但直至孙中山逝世，国民政府成立，仍不过只是国民政府8位军事委员之一，连国民政府委员都不是，国民政府最主要的军事领导

人，即政府军事部长还是前粤军将领许崇智。蒋介石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他在联苏以及联共问题上的鲜明态度，从而赢得了鲍罗

廷和苏联军事顾问对他的好感。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被刺身亡，胡汉民似有牵连，于是鲍罗廷力主，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组成

特别委员会，“授以政治、军事、警察全权”，并任命蒋介石为广州卫戍司令。随后，鲍罗廷又支持蒋以许崇智部下图谋不轨之名逼走了

许崇智，扶助他到仅次于汪精卫的重要地位。到国民党“二大”时，蒋介石自然而然地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并被任命

为国民革命军总监，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 

    国民党“二大”以后，鲍罗廷回国述职，留在广州负责的苏联军事顾问组组长季山嘉在处理与蒋的关系上，轻率傲慢，完全不顾及蒋介

石生性多疑、个性极强的特点，致使蒋怀疑苏联顾问“倾信不专”，另有所爱，企图对他不利。当蒋意外得知代理海军局局长的中共党员

李之龙将中山舰调往黄埔，当即怀疑这是季山嘉背后指使“共产党陷害”，打算将他强行送往苏联。于是，3月20日凌晨，蒋介石指挥自

己的军队实行戒严，不仅逮捕了李之龙，而且包围了苏联顾问的寓所，收缴了工人纠察队和苏联顾问卫队的武器，扣押了第一军中所有的

共产党员。随后，汪精卫负气出走，鲍罗廷赶回调和妥协，蒋介石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召集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整理党务案》等限制

共产党人活动和苏联顾问权力的具体办法，禁止共产党员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职务，禁止苏联顾问担任政务官。蒋介石的这一作法，使国

民党的联苏联共政策，开始明显倒退。 

    北伐开始前，蒋介石在国民党已经是大权在握了。除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交给他的密友张静江，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交给了谭延闿以

外，其他像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党部常务委员会主席、中央组织部长、军人部部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军党政要职，蒋介

石都一肩挑了。这也难怪无论是鲍罗廷，还是中共中央，都开始担心蒋介石会搞军事独裁，从北伐战争一开始，就一直在设法“迎汪复

职”，实际上是想“迎汪抑蒋”。但越是如此，蒋介石也就越是对鲍罗廷和共产党抱以强烈的戒心，乃至敌意。1927年1月，围绕着国民



政府究竟是应当由广州迁南昌，还是迁武汉的问题，鲍罗廷明知蒋介石的“虚荣心强得吓人”，在武汉还是当面尖锐批评了必欲把政府设

到南昌自己的地盘上去的蒋介石。结果，蒋介石一离开武汉，马上就要求撤销鲍罗廷的顾问职务，双方的矛盾冲突更加白热化了。 

    面对蒋介石公然反对中央的行为，从1927年2月起，在武汉的国民党人开始掀起反对独裁，恢复党权的运动，矛头直指蒋介石。为切实

恢复党权，3月中旬，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会议通过了《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等决议，明确规定：党不设主席，“全国代

表大会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大会闭会后，“党的权力机关为中央执行委员会”，而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对于党务、政治、军

事行使最终议决权”，从而剥夺了蒋介石的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张静江的中执委代理主席的职务，并将蒋介石的中央组织部长一职改由汪

精卫担任；会议并且决定，军事委员会不设主席，而设主席团，主席团的决议和命令，须有主席团委员四人签名方生效力，而总司令、前

敌总指挥、军长等要职，均须由军委提名，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任命，原属中执委的中央军人部撤销，军事院校改校长制为委员制，从而

取消了蒋介石原先担任的军事委员会主席、军人部部长、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等职。所有这些，无疑都是要限制蒋介石的个人权力，防

止其搞个人独裁和军事专政。但是，会议仍选举蒋介石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9名常务委员之一，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团7名委员之一。并

且，蒋仍旧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占领南京时，发生了直鲁联军败兵乘乱抢劫外国人钱财的情况，英、美、日等国停泊在南京下关的军舰，受命

炮轰南京，造成严重伤亡，史称南京事件。此事发生后，蒋介石等人竟坚持认为是共产党人故意造成外交纠纷。蒋介石于26日到达上海

后，自然更加仇视共产党。再加上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后，各地均出现反蒋与拥蒋的公开冲突，因此，到3月底4月初，在蒋介石军队占领

区内，如杭州、福州、赣州等地，已接连发生反共事件，陆续有共产党员被捕被杀。 

    4月2日，在上海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古应芬、李宗仁、黄绍竑、陈果夫、李石曾等8人举行中央监察委员

全体会议，断言武汉中央执行委员已为共产党和鲍罗廷所把持，决定采取非常紧急处置“将各地共党首要的危险分子，就地知照治安机

关，分别看管，制止活动”。恰好，汪精卫刚从欧洲回国，来到上海。蒋介石为争取汪精卫，除亲往码头迎接外，还率吴稚晖、李石曾、

李宗仁、白崇禧、柏文蔚、古应芬等到汪精卫下榻的孔祥熙公馆，劝说汪精卫赞同赶走鲍罗廷和与共产党分手。汪精卫当年负气出走，很

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蒋介石以军欺党欺政，他如何会愿意在上海听任蒋介石支使。因此，尽管蒋介石3日特意发表了“拥汪”通电，汪精卫

仍旧一心打算回到国民党中央复职。对蒋介石等人的劝说，他只好不置可否，强调“政策关系重大，不可轻变，如果要变，应该开中央全

体会议来解决”。而转过来，他就找到陈独秀，转述蒋介石等人的说法，与陈独秀共同起草了《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明确表态：

所谓“共产党组织工人政府，将冲入租界，贻害北伐军，将打倒国民党”，或所谓“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

队”种种，纯属“造谣中伤”。在4月5日联合宣言发表的当天晚上，汪就悄悄登船离开上海，前往武汉了。 

    汪精卫刚刚离开上海，盘踞北京政权的北方奉系军阀就在列强的支持下，包围并搜查了苏联驻华大使馆及其附属机构，逮捕了在使馆避

难的大批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李大钊等因此被杀。而在南方的蒋介石等人也终于忍耐不住，迫不及待地开始分共清党了。 

    4月12日凌晨，与共产党领导的上海总工会对立，得到蒋介石军队支持的“中华共进会”、“工界联合会”人员，臂缠“工”字袖套，

有预谋地向上海总工会领导的工人纠察队进行攻击，双方发生严重冲突。这时，刚刚接防的周凤歧的二十六军立即以制止工人内讧为名，

收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枪械，并占领了上海总工会的驻地。当天上午，总工会领导的各会得知消息，群起上街抗议，并重占了总工会。总工

会并发布命令，决定13日上午开始罢工，要求惩办祸首，发还武器，抚恤死难工人家属。不料，当示威群众游行至宝山路二十六军司令部

时，遭到军队的开枪射击，工人群众死伤达300余人。13日，上海总工会致电蒋介石，质问“何以今日竟发生此类似军阀之行动？”上海

各业工人20万人参加了同盟总罢工。游行群众要求二十六军释放被拘工人，交还纠察队枪械，遭二十六军开枪屠杀，立毙百余人，伤者不

计其数。截至15日，共产党员、工人领袖和革命群众被杀者300人，被捕者500人，逃往失踪者5000余人。包括上海临时市政府和上海学生

联合会、各界妇女联合会，以及上海总工会下属各级工会等，均被封闭。以亲苏亲共起家的蒋介石，公然背叛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决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解散在大革命高潮中建立起来的上海工人纠察队，镇压工人游行，屠杀共产党人和工人领袖，显然是背

叛孙中山和国民党一大革命精神的行为，是反抗国民党中央的行为。历史上把蒋介石这一天在上海对共产党和上海总工会的镇压称作“四

一二政变”。 

    继“四一二”事变后，4月15日李济深在广州也以同样残酷的手段开始清共。广州军警在全城进行大搜捕，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

处、省港罢工委员会、中山大学以及革命的工会、农会、妇女组织全被捣毁，黄埔军官学校也被解除武装。逮捕屠杀延续一周之久。总计

被捕共产党员及革命分子2100余人。萧楚女等著名共产党人亦被害。与此同时，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广西和四川等省区，也都先后

发生了同样的情况。不仅如此，蒋介石等在南京另行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并决议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宣

告成立，胡汉民被推为政府主席，钮永建为秘书长，胡汉民、伍朝枢、古应芬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蒋介石、胡汉民、张静江、柏文蔚、

吴稚晖、邓泽如、李石曾、蔡元培、李宗仁、何应钦、古应芬、柏文蔚、陈铭枢等为委员。当天，南京国民政府还发布了“秘字第一号

令”，要求各地将鲍罗廷、陈独秀、徐谦、邓演达、吴玉章、林祖涵、恽代英、毛泽东、董必武、夏曦、邓颖超、罗亦农、高语罕、邓中

夏、许白昊、林育南、李汉俊、罗章龙、李立三、刘少奇、王若飞、周恩来、彭湃、刘伯承、彭述之、蔡和森、张国焘、柳亚子、章伯钧

等197人缉拿归案重办。 

    1927年5月5日，南京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及各部长联席会议决定组织中央清党委员会，并制定了“清党原则”。胡汉民在宣讲“清党

之意义”时赤裸裸地表示：“我们这次清党，是进一步把共产的死灰都要送还给俄罗斯，不能让他遗留在中国的。干脆地说，这次的清

党，就是要消灭中国共产党。”随着清党委员会成立，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势力范围内，各省的政府和党务部门纷纷改组或重建，由南京国

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重新任命了各省市政府、政治分会、省市党部的组成人员，逐级建立起南京国民政府的基层政权和南京国民党中央的

基层组织。于是，南京国民政府通过种种措施，很快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贵州和四川等省，不仅

造成了宁汉对立的局面，而且在事实上也对武汉国民政府形成了巨大的威胁。 

    “四一二”政变后，武汉国民党中央迅速作出了强烈的反应，下令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免去其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

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但是，如何应付这一严重局面，在武汉政府内部，以及在共产国际代表、苏联顾问和中共中央内部，

都存在着尖锐的意见分歧。一部分人主张东征上海、南京，首先讨伐蒋介石，一部分人主张先北伐，说武汉、南京和北京三方面，武汉实

力最弱，需要北伐迎接冯玉祥国民军出陕，打败奉系军阀，再回过头来收拾蒋介石；而另一部分人则强调武汉政府占据的两湖地区基础不



牢固，应该先在两湖地区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取得巩固的革命根据后再北伐或东征；甚至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最牢靠的根据地还是广东，

因此应当实行南征，回过头去讨伐李济深，重建广东根据地，再来北伐。几种意见争来争去，直到武汉国民政府最终决定继续北伐，争论

才算告一段落。 

    4月19日，武汉政府在武昌举行了第二次北伐誓师大会。21日，以唐生智为总指挥的三个纵队的北伐军开始沿京汉铁路向河南开封进

军。而冯玉祥也于5月1日在西安宣誓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分兵五路，于5日出潼关向东进发。随后，阎锡山也宣布服从三

民主义，被武汉政府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向娘子关出兵。到6月1日，武汉北伐军与冯玉祥部会师郑州。接着，北伐军很

快就占领了开封。奉军被迫撤出河南。武汉政府第二次北伐的第一期作战计划顺利完成。而南京政府差不多同时也分三路进行北伐，击败

了直鲁联军和孙传芳残部，于6月2日占领了徐州。宁汉两支军事力量这时都推进到了陇海线上。 

    就在武汉政府继续北伐的过程中，武汉政府开始陷入严重危机之中。 

    首先是经济危机。作为华中地区商业中心的武汉靠的是交通发达，宁汉对立后，两湖地区四面被围，京汉路、粤汉路以及长江上下游的

交通全面断绝，生产停滞，商店倒闭，市场严重混乱，迅速出现米荒、煤荒，造成民心浮动，社会生活陷于瘫痪状态。 

    其次是政治危机。武汉政府最初的政治基础，是强大的工农运动的支持。但是，工农运动无论同工商业者，还是同农村中的富裕阶层，

都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尖锐矛盾。再加上大革命初起，共产党既缺经验，又缺干部，不能有效地引导和控制工农运动，因此工农运动中也确

实出现了一些过火的现象，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在国共两党之间引起了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 

    5月21日，极端仇视工农运动，驻防长沙的唐生智主力部队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率部包围了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和长沙市

党部，以及湖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省党校、省工运训练班、省农民运动讲习所、省特别法庭等重要机关和团体所在地，解除了工人

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的武装，枪杀了上百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按照旧日的电报代码，21日为马日，所以许克祥在长沙的行动史称“马

日事变”。 

    马日事变一发生，湘潭、衡阳、武冈、益阳、湘阴、桃源、永州、浏阳、临湘、安乡、辰州、叙浦等地的驻军和土豪，都纷纷开始向当

地的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进行反攻倒算。5月27日，许克祥等甚至还在长沙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湖南救党委员会”，通令各级党部及民众

团体一律改组。武汉国民政府迅速开始失去对湖南大部分地区的管辖权。 

    面对越来越危急的局面，汪精卫等国民党领导人自然不会去谴责许克祥造反，他们反而是劝慰许克祥说：“湘省工农运动幼稚失当，中

央早思制裁”，“故对于此次军队与农工纠察队冲突，亦能谅解”。并且接二连三地发出命令，制止工农运动“过火”。眼见军队的反动

越来越严重，鲍罗廷和陈独秀等也是忧心忡忡，相信此事只能和平调解。想不到鲍罗廷与国共两党代表组成赴湘委员会，刚走到岳阳，就

被许克祥一封“就地拿获处决”的密电唬了回来。 

    这边马日事变尚未解决，那边江西的朱培德也开始了将共产党员“礼送出境”的行动。5月29日，朱培德召集第三军全体政治工作人员

谈话，强迫第三军中142名政工人员离开军队，并派一团士兵将他们押送出境。6月初，朱培德进一步送走了最后一批共产党人，便下令查

封了江西省总工会和农民协会等群众团体，并出动军队收缴了农民自卫队的武装。理由也是：“制止过火的工农运动！” 

    如何对待这时的工农运动，成了武汉地区国共两党分歧的关键。5月底，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两次发来紧急指示，强调要想解决眼

前的危机，第一必须从自下而上地夺取和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第二必须从土地革命中提拔新的领袖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

里去，改组国民党中央党部，以取代那些害怕事变的老头子；第三必须立即开始建立由革命工农组成的，有绝对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八个师

或十个师，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的五万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用军官学校的学生来充当指挥员；第四必须组织

有声望的、不是共产党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残害人民、残害工农的军官。 

    对于共产国际的五月紧急指示，无论是鲍罗廷，还是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都明确认为没有实现的可能。但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

易却把希望寄托到了汪精卫的身上，他未经任何人同意，便去劝说汪精卫接受莫斯科的建议，并且把指示的复本交给了汪精卫。 

    6月下旬，冯玉祥也开始了分共的行动。他宣布，所有共产党员或者宣布脱离共产党并宣誓效忠国民党，或者一律脱离军队。在进行了

一系列的考察之后，冯玉祥把他军队中的200余名共产党员和在他管辖区域内发现的40余名共产党地方干部统统集中到郑州，每人送上一

笔钱，然后用一个闷罐子车皮把他们一下子都拉到武胜关，算是礼送出境。 

    与此同时，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于6月28日也在汉口公开发表了反共宣言，要求武汉国民政府和唐生智“明令与共产党分离”。而国民

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李品仙，也开始密令军警人员查封共产党的机关和总工会，看管苏联顾问，准备遣送出境。 

    事已至此，无论是汪精卫，还是共产党，都再也不可能存继续合作的幻想了。共产国际一面严厉批评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右倾妥协，

一面明令共产党要发表宣言，以强硬姿态退出反对土地革命的国民政府。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也于7月14日秘密开会，决定

分共。在次日举行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上，汪精卫宣读了他从罗易手里得到的共产国际五月指示，并表示：随便实行这个指示中

的那一条，国民党就完了！他断言，既然共产党退出国民政府，便无异脱离本党；“既然退出国民政府，则在国民革命军中、各级政府机

关中，亦无须存在。” 

    7月16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公布了15日的决议，并向国民党各级党部发出了“分共”的训令。随着共产党人8月1日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

之后，汪精卫集团的和平分共便进一步发展到武力清党了。武汉政府8月2日即发布布告，宣布凡是继续从事革命活动的共产党员，“一经

拿获，即行明正典刑，决不宽恕”。8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也下达了通缉共产党人的名单。 

    从此，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由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就这样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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